
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
创作的，当时我在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担
任曲艺编辑，还不到三十岁。其实我在
部队期间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只不过没
有发表过作品，都是在笔记本上写的小
说，然后读给战友们听，他们传着看。听
到战友们谈论我的作品，我
当时很激动和骄傲。后来从

部队到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任编辑，就是靠着这
些笔记本上的创作进馆工作的。

说起发表作品，还是从《天津日报》的“文艺
周刊”开始的。我当时订了《天津日报》，每周都
看“文艺周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第一篇小
说投了过去，每天都等待着发表的消息。

一个月后，编辑回复我，说小说可以发表。
我当时竟然觉得这个消息不是真的，那种既想
相信、又忍不住怀疑的心态，让我觉得像是有人
在跟我开玩笑。后来，当我在《天津日报·文艺
周刊》看到我的处女作，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
反复看了好几遍，发现有不少地方都被编辑修
改过，就像是一棵歪歪扭扭的小树，被修剪成了
挺拔秀美的样子。

从那之后，我的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直
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我每年依然会在《天津日
报》的“文艺周刊”发表一些小说和散文随笔。如
今，我已在全国各地刊物发表作品，但这不会影
响我对“文艺周刊”的感情，尽管“文艺周刊”换了多位编辑，但
并没有改变当年的初心，依旧热心扶持作者，做作者的贴心
人。记得我的一篇八千字的小说《关于我爹和鸟》在“文艺周
刊”发表后，《小说月报》予以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我和
“文艺周刊”的编辑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对这篇小说进行
了深入的复盘，它好在哪里，不足在何处。那次对话，对我以后
的文学创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文艺周刊”是一个讲宗旨的地方，那就是接地气，反映

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让读者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声
音。可能我的文学创作与“文艺周刊”的宗旨相近，那就是
鼓励有时代精神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追求理想的人。
“文艺周刊”是一个很活跃、有生气的版面，每年都会举办各
种活动，比如，曾举办过多次津味小说征稿活动。天津是一
个很有故事的城市，是九河下梢的文化码头，有着丰厚的文
化底蕴，提供给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素材。天

津人那种独特的性格、乐观向上的气质、豁达包容的心态，
也成为作者的灵感源泉。每次的津味小说征稿活动，都吸
引了很多作者参加，甚至是外地的作者，他们从历史和现代
的角度，写出了津味小说的特色。我曾创作了一篇小说，写
的是小时候在吴家窑大街九号楼的生活，写了童年的记忆，
写了邻里之间的深厚感情，还写了那些懵懵懂懂的爱情萌

芽。我也写过很多反映吴家窑大街九号楼生活
的散文，那里虽然是楼房，但有着天津大杂院的
典型生活形态，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只在天津
才有的市井风情。

换一个角度说，“文艺周刊”也是一个注重
创新的地方，那就是鼓励写作者创新，以新的创
作姿态和生活状态，反映这个生机勃勃的时代，
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阅读。它既可以让你怀
旧，也可以让你出新，给你铺好路，任你驰骋。
“文艺周刊”也是天津作家们互相交流的地

方，作家之间很少见面，但经常能在“文艺周刊”
上“打照面”。天津有个作家叫王筠，很有才华，
看到他在“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我就对他产
生了兴趣。王筠是一位写津味小说的高手。后
来，我们经常见面，聊的话题就是他的生活和写
作方式。“文艺周刊”成了我们之间联系的桥
梁。后来，我在“文艺周刊”读到了他的最后一
篇小说，写的也是天津的生活，很感人，但没有
想到会是他的绝笔，他已因病去世了。当时听
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很痛心，觉得少了点什么。

还有马林，也与王筠一样，是“文艺周刊”的忠实作者，热衷
于津味小说的创作。他因病去世后，我参加了他的追悼
会。“文艺周刊”就是这样，看着一些作者离去，又有一批新
的作者加入。

算起来，我也是“文艺周刊”的老作者了，看着它从老编
辑传到新编辑手中，代代相传。编辑们的脾气秉性虽然不
同，风格却出奇地一致。他们都会走访业余作家，我能从他
们身上看到孙犁老先生的遗
风。一张报纸的副刊就是读者
的心灵窗口，从“文艺周刊”到
“满庭芳”，刊名虽不一样，却是
一脉相承、薪火相传。
（作者系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原馆长，研究馆员，三次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

一份报纸有多个版面，分别针对受
众的不同需求，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
部分叫“副刊”。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
解释，副刊指的是“报纸上刊登文艺作
品、学术论文等的专页或专栏”。相对于
时政、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刚”性内容，
副刊明显是“柔”的。从类型来看，它代
表的是“文化”，是“正刊”的补充和延伸，

形成了报纸内容的刚柔相济。从逻辑上来说，正与副是相辅
相成的概念，没有“副”，何来“正”？所以自从有现代意义上的
报纸以来，副刊虽然有“副”字，但从未被小觑过。一份报纸的
人文高度与其副刊的质量密切相
关，副刊实则代表了一个时代和
一份报纸的文化水平。

之所以谈起似乎很久没有出
现在聚光灯下的“副刊”，是因为
最近关于它的讨论。先是92岁
的王蒙先生，于9月在《人民日
报》“大地”副刊发表了《办气韵生
动的副刊》一文，用南朝谢赫论画
的“气韵生动”的概念，提出了对
副刊的要求。石子投入湖中激起涟漪，《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等重要媒体相继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副刊的重要性，并对其
当下状况、走向作了论述。为何此时副刊得到了青睐？我认
为是副刊本身具有的“承传”作用和“雅正”美学。“承”指的是
它承接着时代主旋律的音符，具有与生俱来的教化责任，是引
领一个时代风尚的“发布会”；“传”则是传播和传递，副刊可以
依靠独有的“趣味”，使上述文化内容更为鲜活、更易接受。在
以手机屏幕为王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关注的焦点很容易偏移，
新奇怪诞的内容往往更引人注目，在此时，副刊则发挥了“雅
正”的作用，以风格古朴、格调高雅的特质，成为最适合大众接
受的美学范式。

那么，问题就很清楚了，现在讨论的看似是“副刊”的问
题，实则呼唤的是一种美学精
神。当下文化的多元和杂糅是
历史上空前的，以手机为载体
的信息洪流足以占据个人的大
部分时间，这也引发了注意力
竞争；与此同时，此前副刊的
“文化”功能也被分流到各个方
面。短视频里，历史地理、人文

趣事、生活巧思等经常出现在副刊中的内容被具象化呈现。
副刊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中该如何办好，读者又想要看到怎样

的副刊，就成为新的问题。
鉴古知今。作为当代副刊名片之一的《天津日报·文艺周

刊》，其历史经验就值得借鉴了。吴志鹏博士在《独树一帜的党报
副刊——1949年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一文中考证，创刊于
1949年3月24日、目前出刊三千多期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是
新中国持续刊行、历史最为悠久的党报文学副刊之一。在它长达
七十多年的办刊史中，有许多“故事”可以照亮今天的道路。

首先它始终与现实共振，《人民日报》的《居“报尾”而向“潮
头”》一文中，在谈中国报纸副刊“很早就建立了关注现实的传统”

时特意提出两点，一是“鲁迅先生以
《申报·自由谈》为园地”，二是“孙犁
先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由此可见，这两个副刊是现当代副刊
中两张重要的名片。“关注现实”这一
概念容易解释——更重要的是如何
理解和塑造“现实”，而《天津日报·文
艺周刊》在这方面恰有可以一说的独
到经验。

把副刊办出自己的风格，是《天
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历史经验，它离不开孙犁作出的贡献。孙
犁深知副刊“雅正”的特点，因此有意把“文艺周刊”定位为“一处
苗圃”，用独有的视角回应、引领了时代的风潮。上世纪5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发生巨变，孙犁作为副刊的主要负责人，
特别注重选用以细腻的抒情笔法书写农村变化、新人新事的作
品，于是在他的影响、培养之下，年轻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
房树民等，频频发表小说并在文坛受到关注，风格相近、声气相
通，日后被文学史概括为“荷花淀派”。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天
津日报·文艺周刊》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这在当代报业史上也
是一段佳话。

形成自己的传统，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情怀，也是《天津日报·文
艺周刊》的自觉追求。建立传统是一个问题，延续下去则是另一个
问题；通常形成一个风格需要一代人的开拓，而将其延续下去，则需
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这就需要从业者的使命感——2019年是
《天津日报》创刊70周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70年精品选》出
版，该书主编王立文在序中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不仅见证
一份报纸的似水流年，更流经时代的山川河海，流经我们的情感
脉络，澎湃起伏，生生不息”。看似小小的副刊，竟然有着超越时
代、汇聚人文的情怀。这种以“副”为“正”，让副刊堂堂正正。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但凡编过副刊的人都知道，报纸副刊工作的流动性
很大，能够在岗位上坚持下来不容易。那些年，副刊编辑
常会被调来调去，新分配到报社的年轻人，都要先去记者
部锻炼，然后才能有机会调到文艺部当编辑。

我刚到天津日报社工作时，是1975年，在从事文字
工作之前，先要与铅字打交道。排字师傅都是有文化的，
他们比拼技术，忘我工作，且对文字有着超强的识别力，
无论发排的原稿有多乱，他们都能准确、快
速地拣出铅字，令人钦佩。我就是从师傅
们口中，听到了有关报社的历史，还听说孙
犁就在《天津日报》副刊部。一想到每天出
版的报纸，都与排字车间有联系，手中那些
小小的铅字，便瞬间有了分量。

在熟知报纸印刷流程之后，我被调离
排字车间，拜前辈副刊编辑为师，开启了报
纸副刊编辑生涯。没过几年，我也像其他
副刊编辑一样，手提着画好版式的小黑板，
去排字车间拼版了。我的这份副刊情怀，
自此被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在调往文艺部之前，我已经在副刊版
面上发表过诗歌作品。那是我的处女作，
一首16行短诗。令人难忘的是，这首诗是
我在排字车间，看着它从排字、拼版、压纸
型，到最后被装上轮转机。转天清晨，我下
了夜班就直奔收发室，拿到了新印出来的
报纸，在副刊上看到了署有我名字的诗
歌。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多少年过后都难以忘怀。

这便是我与报纸副刊的缘分。我从排字车间走出
来，闻过那里的油墨香和纸张的清香，后来又在副刊园地
感受到了孙犁笔下的荷香与苇海。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之
后，每期的“文艺周刊”，我都会去排字车间拼版，从小黑
板到版式纸，再到激光照排，直到很多年后，铅字作业被
数字化所取代，可我的脑海里，还总是时不时地冒出铅排
时的腰栏和栏宽数，想起老副刊人的严格要求——副刊
要“薄皮大馅”，版式“不能贴饼子”，“活儿与活儿（即段与
段）之间要相互咬合，不能通直缝子”……这都是经验之
谈，细想起来都很有道理，记住了副刊版式的这些规矩，
也就记住了前辈编辑的良苦用心。

副刊版面不同于新闻版，要
突出副刊的特色。报纸除了新闻
之外，还辟有专刊与副刊，副刊又
细分为综合性副刊和文学性副
刊。《天津日报》创刊时，第四版便
是“副刊”，属于综合性副刊，随后
创办的“文艺周刊”，便是纯文学
作品版，每周一期，以刊发小说、
散文、诗歌为主，兼发与文学相关的评论。
“文艺周刊”在创办伊始，便制定了办刊方针，注重现

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以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己任，树立
了党报文艺副刊的优良范式。当年留存的记载虽然有
限，但郭小川、方纪、孙犁三位创办者，都曾为新生的“文
艺周刊”辛勤耕耘。在刚刚解放的天津，他们夜以继日地
工作，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郭小川、方纪相继调离后，
孙犁留在了副刊，全面主持“文艺周刊”的工作。

1979年1月，“文艺周刊”复刊，由我负责相关的编辑
工作，需要一切从头学起。我将孙犁前辈的一些著述，特
别是与编辑工作相关的文章，当作自学教材，一心想做一
名称职的编辑。孙犁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和蔼可亲、善
解人意的老人，对年轻编辑的心愿，从来都尽力满足。我

每次登门看望，总会提出一些请求，他都欣
然应允，从不让我失望：他为我开过学习书
单；替我亲笔写过多封给诗人的约稿信；帮
我修改过一篇作家专访的原稿……每次见
到我，他都要问起“文艺周刊”的来稿情况。

1983年，“文艺周刊”出刊1000期时，
孙犁写了一篇文章《我和〈文艺周刊〉》。主
编李牧歌和我一起到孙犁先生家里，当面
请他为“文艺周刊”千期纪念写篇文章。孙
犁答应了。他的支持是对“文艺周刊”工作
的充分肯定，同时，也说明“文艺周刊”在他
心目中的分量。

孙犁的这篇《我和〈文艺周刊〉》，对于
报纸副刊界来说，影响极为深远。文章中
提出的五点办刊希望，是他长期从事编辑
工作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将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夹进书册
里，当作副刊工作的准则。

我常常督促自己，不要光坐在办公室
里看稿，要多走出去联系作者。我曾骑着自行车到丁字
沽找过作家王家斌；到小海地找过诗人鲁藜、林希；到高
层住宅楼里找过吴若增、阿凤；在冯骥才家，与他坐在整
面墙都是书柜的起居室里聊天……前两年，我还到滨海
新区参观“蒋子龙文学馆”，回来后写了一篇长文《文字之
交——我和蒋子龙先生的交往》，讲述了我们几十年交往
的故事，情谊浓浓。

副刊编辑走出去，与作家朋友交流，是一件十分愉快的
事。作家们大都睿智、通透，有超强的记忆力，每深谈一次，
都是一次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可以开阔思路，增长见识。从
交往中还可了解作家最新的创作构想，便于日后约稿。

我在“文艺周刊”做了三十多年责任编辑。“责任”二字
体现的是责任心和责任感，编辑只有有心、用心，才会产生
爱心，全身心地投入副刊工作。我是由李牧歌带入行的，她
和邹明都是孙犁的老同事，也是“文艺周刊”前辈编辑的优
秀代表，我深受他们的教诲，不能辜负前辈的期望。

前些年，我为“文艺周刊”的老朋友、老作家写过多篇
回忆文章，如柳溪、孟伟哉、舒群、魏巍、刘绍棠等；约请作
者为去世的杨润身、吴若增、颜廷奎等写过悼念文章，并
在每篇文章后面加上“编者附记”，以表达怀念之情。近
两年，回想起报纸副刊编辑工作中的诸多往事，我写了多
篇散文，如《粉笔之忆》《铅字之忆》《书信之忆》《纸墨香不
散》，还有一些关于编辑素养与修为的文章。这些文字，
无一不是在写“文艺周刊”，写前辈孙犁——我是想留住
那段峥嵘岁月，为后继者留下老一辈编者的身影和足迹。

岁月证实，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传统不能丢，文
脉不能断。纸媒与书籍一样，凭借文字而存在、而传播。
文字不朽，纸质媒介就在。《天津日报》的报名永远响亮，
“文艺周刊”这块园地，也依然会春风化雨，花色常新。

（作者系《天津日报》原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高级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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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作家王蒙在《人民日报》“大

地”副刊撰文，点明主流副刊当兼具郑重与轻

松、温度与锐度，于众声喧哗中守正发声、引

领舆论。副刊的价值与未来，已成当下媒体

人共同关注的命题。

文以载道，气韵“新声”。副刊不“副”，在

于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天津日报·文艺周

刊》自1949年由孙犁先生参与创

办以来，七十余载弦歌不辍，坚

守“文学净土”，深耕现实主义创作，

扶植文坛新人，记录时代风貌，成为

全国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副刊品牌之一。

为应答时代命题，本报现推出“何以副刊”专

栏，立足副刊本源，回望办刊传统，探寻党报副刊

的时代价值、文化使命与传播之道。以笔墨观照

生活，以文字沉淀思考，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

更鲜活的时代表达，擦亮党报文艺副刊品牌，赓

续传承津沽大地的文化底蕴。

首期以专版形式推出，敬请读者垂注。

第三〇九九期

我的文字第
一次印成铅字，是
1959年 9月底，在
《天津日报》头版
左侧，直上直下的
一长条。我所在
单位在 2500 吨大

型水压机上成功试制出重型五拐曲轴。
我亲历全过程，写了篇2000多字自以为
是散文的东西，当时不知道报社还分副刊
部、新闻部等，信封上只写了《天津日
报》。幸运的是，编辑们发现了这篇自投
稿，把我费尽心思写的形容词、议论以及
颇为满意的文学表述全删掉了，只保留了
基本事实，改成一条消息发了出来。在消
息的末尾有个括弧，括弧里面有三个小
字：蒋子龙。实际上不是我稿子写得好，
是我报道的事实太重要了。

当年，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若想踏
上写作之路，或想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得
远，似乎就得找到报纸副刊。副刊
是文学园地，发现并扶持作者；副
刊也是文学高地，能提升作者的写
作水平，因为副刊也是名家荟萃之
地。文学原本就是社会的镜子，副
刊的本质是文学，既要灵活明达，
又要文笔优美，适应读者思想和情
感的需求及社会的变化。自报纸
副刊诞生以来，李大钊、陈独秀、鲁
迅、胡适等，都曾是副刊的“铁杆
儿”撰稿人。当时的副刊成了报纸
的招牌。

但是，一个尚未入门的文学青
年，想要“找到”副刊并不容易。
1961年秋天，我已经是海军制图员，写了
篇小说，完全虚构，讲一个海岛上驻扎着
海、陆、空三个战士的故事，题目是《西瓜熟
了》，寄给了《人民海军》报。部队有个规
定，每天晚上有半小时的集体读报时间。
某一天晚上，全部队官兵在《人民海军》报
第一版的右下方，看到了一篇加花边发表
的通讯《西瓜熟了》。我的名字署在标题下
方，很醒目。部队哗然，说我“瞎编”！我当
即被叫到政治部，黎干事对我好一顿批评，
幸好当时没有稿费，才没有给我扣“名利熏
心”的帽子，只说我胡编乱造，影响很坏。
我申辩说自己写的是小说。黎干事质问
道：“你跟报社说明是小说了吗？是你瞎编
的，冒充通讯，欺骗报社、欺骗全军！”

这顶帽子够大，也预示着我今后的写
作之路将布满荆棘。但喜好写作如吸烟、
喝酒上瘾一样，有了感觉，冲动上来，就要
形成文字。写出稿子我不敢再寄给军报，
转投《天津日报》《天津晚报》，都是短小的
散文、随笔之类，偶尔会被采用见报，最重
要的是收到了编辑的回信。跟编辑有了联
系，才真正“找到”了副刊。
《天津日报》副刊的李传琅是老大姐式

的编辑，亲切、爽直。记得她第一次约我见
面谈稿子，开门见山地说：“这篇稿子中就
是这件事、这个观点是新鲜的，别人写不出
来，我就看中这一点。其他都是废话，能减
就减，能删就删。”《天津晚报》副刊的达生，
原名生寿凯，身材高大，人们喜欢喊他“大
生”，久而久之，他索性写文章就署名“达
生”。他谦谦君子一般，温雅、和煦、渊博，
给我的感觉跟晚报副刊的风格极为一致。

我跟他们的联系持续终生。至今想
起来还颇为愧疚的是，他们到工厂看我，
我不能留他们吃饭。我的工厂在北郊，从
东北角乘18路公交车，在马庄下车后，还

要走一公里到厂门口，从厂门口到我的车
间还有千八百米。厂子大，车间也大，带
他们看完主要车间和设备，就到了中午吃
饭的点儿。对李大姐我不敢硬拉，我是强
把达生往食堂拉，他保持着微笑却坚决拒
绝，我只好陪他来回走四公里，将他送上
18路公交车。

其实，所有到厂里找我的朋友，都要吃
一顿饭，也包括天津和北京来的杂志或出
版社的编辑。工厂大食堂的饭非常简单，
四分钱两个馒头，两角钱是最好的菜，大桶
的汤随便喝。

这可能是副刊编辑一脉相承的作风。
许多年之后，《天津日报》副刊的宋曙光，一
次次骑着自行车到东丽区的作者家里谈稿
子，不管刮风下雨，谈完稿子就走。他还将
业余作者的长篇小说，推荐给出版社。东
丽区曾出现过一个水平整齐的作家群体，
这跟《天津日报》副刊的长期扶持有关。今
日《文学自由谈》的主编狄青，即是那个群

体中的一员。东丽区的“文学教头”赵宝
山，每每跟我谈起宋曙光就动容、动情地挑
起大拇指。

副刊可以改善一方作家的生存状态。
作家们可以在报纸副刊上聚集，风致宛然，
妙趣高雅。城市风情，人文菁华，文不负心，
意兴洋洋。倘若没有日报和晚报的副刊，天
津几代作家的生存状态，是难以想象的。
“文革”期间各报副刊消失，待到副刊

恢复，我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了小说上。
直到1992年，多次编发过我书稿的肖关
鸿正主持《文汇报》副刊，约我开个专栏，
一周一篇，两千字以内。禁不住他的滔滔
说辞，再加上我肚子里有很多写小说用不
上的“边角料”，正好可以写成短文章，我
就答应了，自以为一周一篇短文，是很轻
松的事。

第一篇《小人效应》，编辑怕惹争议，将
其放在副刊最不起眼的右下角。发表后很
快接到《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友的来信，他
说将此文复印了16份，挨个办公室散发。
后来在北京碰到李国文，他甩出一句：“你
有经典。”我一愣：“什么经典？”他不假思索
地回答：“《小人效应》。”他们大约都是吃过
小人的亏，那篇短文尽管很肤浅，根本没有
篇幅展开，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还有一篇《寻找悍妇》，调侃一个大学副
教授征婚的故事，竟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
其中还有几位女士的信，信中附有她们的简
历和玉照，希望我能将她们介绍给文中讲述
的那位单身副教授……最令我想不到的是，
老领导、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友
余，亲笔来信“走后门”，让我把文中那位副
教授先介绍给他认识的一位姑娘……如此
这般，给我很大激励，一篇信笔由心的短文，
竟不比一篇精心构思的小说影响小。

肖关鸿催稿有方，他不打电话，下班后

优哉游哉地给我发一个加急电报。当时的加
急电报要求在六小时内送达，从上海到天津
正是半夜一两点钟。邮递员的摩托车嘟嘟嘟
地冲进我住的大杂院，然后高叫一声：“蒋子
龙电报——拿戳儿！”随即，大杂院里人醒狗
叫，没人往好处想，肯定是认为作家协会或我

的老家出什么大事了。
第二天，邻居们纷纷打听，我说是

编辑催稿，人家都不理解，也不相信，
好像我不敢说实话。越是不说实话，
就越证明不是好事。有这么两三回，
我不敢再拖拖拉拉，宁可暂时放下小
说写作，也要如期交卷。于是，就开辟
了我创作的第二副笔墨，大量写起了
散文、随笔，一写就是三十多年。

我曾给许多报纸的副刊写过稿
子、开过专栏，短的一两周，长的数
年。久而久之，对报纸副刊也有了切
身体会。副刊体现了报纸的一种文化
形态，协调着媒体与生活、人生、艺术

的关系。副刊的文字因承载现实而真诚，因
坚守着文化品格而需精美，因能兼容、能担
当、能凝聚而丰富有趣。副刊上的文章题材
广泛，提供真情，提供一点思想、一点智慧，乃
至一点事实。这正适应了现代人的生活节
奏，最为灵活便捷地反映了现代人掩藏在散
漫外表下的紧张、浮躁等情绪。

所以，一个作家倘若不写副刊文章，便很
难跟这个社会交流，也很难说他关注现实。
因此，想要写好副刊文章，就需大量读书，查
阅不计其数的资料，决不以想象代替事实和
论据，是副刊锻炼了我的敏感度和笔力。

我为副刊写的文章，有的得了奖，有的挨
了批。无论是褒还是贬，都极大地丰富了我
的文学天地，锤炼了我的思想和文字，使我受
益终生，由衷地感谢报纸有副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市

作家协会原主席，曾获“改革先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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